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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参与、社会资本积累与农户相对贫困缓解
——以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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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合作参与是增加农户社会资本积累、提升农村贫困人口可行能力，进而缓解相对贫困的重要方式之一。

基于可行能力理论，构建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以河南省农户微观调查数据为例，运用二元 Probit 模型和中

介效应模型，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参与率和农户相对贫困水平，探讨合作参与对农户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及

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样本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参与率为 17.6%，参与度较低；63.6% 的农户存在任意 3
个及以上相对贫困指标被剥夺，相对贫困水平较高。合作参与对农户相对贫困缓解具有显著正向效应，在控制

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户，发生相对贫困的概率会降低 22.9%，进行稳健性检验并考虑

内生性后，结论仍然成立。合作参与通过增加社会资本积累缓解农户相对贫困，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是其主要

的传导机制。同时，户主年龄、性别、政治面貌和家庭成员外出打工经历对农户相对贫困缓解有显著影响。因此，

提出要加强和完善农村合作组织建设，增强农户对合作组织减贫的信念，充分发挥农村合作组织的益贫性功效，

缓解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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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ative participation, social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relative poverty alleviation of farm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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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operative participa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ways to increase farmers’ social capital accumulation, 
to enhance the executive ability of the rural poor, and to alleviate relative poverty. Based on the feasibility theory and 
a micro-survey data of farmers in Henan Province,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index 
system, analyzes farmers’ participation rate of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s and the relative poverty level of farmers, and 
discusses the alleviation effects of cooperative participation on farmers’ relative poverty and its mechanism by the 
binary Probit model and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model. Results show that farmers’ participation rate of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s in sample areas is low, only 17.6% and 63.6% of farmers are deprived in three or more relative poverty 
indicators and the relative poverty level is relatively high. Cooperative particip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alleviating the relative poverty of farmers. Controlling other variables, the probability of relative poverty of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s will be reduced by 22.9%. After the robustness test and considering the 
endogeneity, the conclusion is still valid. Cooperative participation can alleviate farmers’ relative poverty by increasing 
social capital accumulation, while social network and social trust are the main transmission mechanism. Simultaneously, 
age, gender, political status of the household and family members’ working experiences have significant impact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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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ve poverty alleviation of farmers. Therefore, to alleviate relative poverty and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this paper provides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strengthening and comple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s, enhancing farmers’ confidence in poverty reduction through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s, and giving a full 
play to the poverty-benefiting function of rural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s. 
Key words ：rural poverty reduction; relative poverty; cooperative participation; feasible ability; social capital 

中国已经进入以相对贫困治理为核心的“后减

贫时代”，重点是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在此过程中，贫困内涵由关注生

存需求拓宽到关注多维需求，这意味着减贫治理将

更具复杂性和挑战性。提升贫困人口的可行能力被

认为是缓解相对贫困和保障减贫治理成效可持续性

的关键，其中增加农户的社会资本积累有利于提升

可行能力 [1]。特别在贫困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

合作组织是产业扶贫的重要载体，有利于丰富农户

的社会资本 [2]。因此，研究农户参与合作组织的减

贫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对健全减贫治理长效机制，

实现 2035 年远景目标和共同富裕宏伟目标具有重

要现实意义。

学术界对合作参与的减贫效应研究主要集中在

三个方面。一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减贫的演变轨迹。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至今，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持

续扩展（以下简称“合作社”）。特别在 2006 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法》颁布后，国内合作

社数量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据统计，2020 年全国

依法登记注册的合作社达 222.54 万家，辐射带动

全国近一半的农户，成为农村居民合作参与的主要

途径。合作社被视为贫困群体通过自助、互助等方

式实现益贫、脱贫的理想载体 [3]，以及提高农业部

门绩效、实现农村减贫的重要工具 [4]，其在减困治

理中既是目的也是手段 [5]，有助于贫困人口获取脱

贫机会、共享合作组织发展成果、提高相对贫困缓

解所需的基本可行能力，对相对贫困缓解具有重要

作用。二是农民合作组织对减贫治理的有效性。合

作社是减贫的关键，是帮助小农摆脱贫困的主要

方式 [6]。合作社作为中国发展速度最快、数量最

多、覆盖农户最广和接受度最高的合作组织形式 [7]， 
通过提升农户信息获取能力、技术应用能力和需求

表达能力等渠道发挥缓贫作用 [8]，对农户收入、健 
康、教育和信息等维度均具有减贫效应 [9]，因此，

合作参与对改善农户贫困状况具有显著影响 [10]。三

是农民合作组织参与减贫治理的困境。农户的参与

意愿、能力和行为的多维脱嵌，可能导致合作社减

困治理功能失灵 [11]，合作组织与贫困社员联系不够

紧密，合作社与贫困户的利益联结机制仍待完善 [12]。

但是，既往就合作参与对农户减贫效应的研究，主

要以单一收入维度对农户贫困进行测度，难以客观

反映农户多维度的“真实贫困”状况 ；主要聚焦于

消除绝对贫困，较少涉及缓解农户相对贫困及其作

用机制。当然，合作参与对农户的人力资本、社会

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积累都可能造成影响，基于研究

目的，本文聚焦合作参与对农户社会资本积累的积

极效应，尝试检验社会资本积累在合作参与影响农

户相对贫困路径关系中可能扮演的中介作用。

基于此，本文借鉴可行能力理论，利用 1 002
份河南省农户微观调查数据，构建农户多维相对

贫困指标体系，通过二元 Probit 模型和中介效应模

型，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参与率和农户相对贫困

水平，探讨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对农户相对贫困的

缓解效应及其作用机制。遵循“合作参与—社会资

本积累—农户相对贫困缓解”的逻辑思路，进一步

为“后减贫时代”推进乡村振兴与减贫治理有效衔

接提供决策参考。

1  理论分析

随着减贫治理历程的演进，人们愈益意识到贫

困不仅仅是收入低下，更是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

而且，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之间无法划等号，收入

贫困难以代表非收入维度的剥夺，收入贫困的消除

与多维贫困缓解并不同步 [13]。因此，相对贫困的治

理目标不仅要兼顾增加农民收入与缩小收入差距，

更要关注无法用收入衡量的各种功能性活动组合，

即可行能力的剥夺。可行能力被定义为一个人能够

实现的各种可选功能活动的机会。从本质上讲，它

包括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

和防护性保障 5 种基本的工具性自由 [14]。

农民合作组织是支持农村民生发展和扶贫的重

要组织 [15]，因为合作组织的本质是弱势群体的联

合，利益联结是其重要的合作纽带 [16]。合作组织不

仅具有制度安排上的“天然益贫性”，而且是市场

经济条件下实现农村人口相对贫困缓解的理想载体

和高效经济组织 [17]。相对贫困缓解的关键在于让贫

困群体获得自身持续发展的可行能力，而参与式合

作可以激发和强化在贫困地区组织参与者的发展能

力 [18]。由此，合作参与成为农户相对贫困缓解的重

要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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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合作参与对农户减贫治理的效应

合作参与通过资源禀赋重新整合配置的方式，

提高贫困农户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使其突破人

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束缚。这不仅能有效开发贫困

地区的资源，提高农户的可行能力，缓解相对贫困，

而且对巩固脱贫成果产生积极作用 [19]。“后减贫时

代”的农村减贫治理面临着贫困脆弱性问题，从可

持续性角度来看，强化贫困农户自身获利机会的能

力，才是提高减贫治理整体水平的关键 [20]。合作参

与除了为贫困农户带来直接的经济收益，还使得贫

困社员有机会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具体业务。这

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贫困社员提升个人能力，修

复农民在社会适应性和竞争力方面的可行能力缺

陷，为缓解农户相对贫困奠定基础。

首先，贫困农户通过与合作社的业务往来，能

够拓宽信息获取的渠道，及时掌握农业政策和农产

品市场等相关信息，有效减少市场风险带来的经济

损失。这意味着合作参与能够有效改善农户经济条

件。其次，通过参与合作社提供的各类培训，贫困

社员能够采用更先进的生产经营方式，提高农业生

产效率，再将释放的剩余劳动时间投入到非农就业

或闲暇之中。因此，合作参与能够增加贫困社员的

社会机会，改善贫困社员的相对贫困水平。最后，

企业导向型模式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主要类型之

一，企业导向型合作社通过与贫困社员签订具有法

律效力的劳动合同，明确保障贫困农户的合法权益，

增强贫困农户的透明性保证。另外，贫困社员在农

民专业合作社中出资入股能够让其拥有更多的话语

权，促进自身社会保障需求的表达，增强其防护性

保障。可见，合作参与能够缓解农户相对贫困，当

农户参与合作社时，可行能力得到提升，有利于降

低其相对贫困发生的可能性。

1.2  社会资本积累在合作参与对农户减贫治理影响

中的效应

合作参与通过增加农户社会资本积累缓解其相

对贫困。社会资本被视为脱离持续性贫困的重要影

响因素，在反贫困领域的重要作用已被理论和实践

所证实 [21]，主要包括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社会规

范等维度。本文聚焦于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两个核

心维度，因此，将“社会资本积累”定义为通过拓

宽社会网络和增强社会信任，实现社会资本的增加。

下文将从两条主要传导机制阐述社会资本积累在合

作参与对农户减贫治理影响中的效应，从理论上厘

清合作参与、社会资本积累和农户减贫治理三者之

间的关系。

首先，社会资本是以社会网络为核心载体的

资源。社会网络是建立在个体成员之间互动和接触

基础上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合作参与对贫

困农户构建社会网络具有重要影响。第一，合作社

的运营以广泛合作互动为基础，任何合作都离不开

社会基础和关系网络的支持。然而，贫困来自社会

固化，而社会固化源于家庭所处的社会网络，即贫

困人群所植根的人际网络不能提供取得成功所需的

信息和机遇。贫困农户的社会网络圈较小，可利用

的社会资源较少，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成为农村地

区农民间社会交往，扩大社会网络的重要方式。第

二，农民参与是合作社发挥“益贫性”功能的前提，

参与合作社的决策与贫困农户的社会网络密切相 
关 [22]。根据关系强度，社会网络可分为弱关系网络

和强关系网络。弱关系网络有助于改善贫困农户对

合作社的认知，提高贫困农户参与合作社的程度 ；

强关系网络有利于增进合作社成员间的关系，提高

合作社成员间的互信，最终提高贫困农户参与合作

社的程度 [23]。第三，通过合作参与搭建起贫困农户

互帮互助的平台，不仅有助于扩大个体社会网络和

强化家庭社会网络，而且合作社提供的各类培训活

动，有利于贫困社员的人力资本积累，促进其与社

会资本的良性互动，实现可行能力的综合提高。总

之，合作参与通过扩大社会网络，增加农户社会资

本积累，进而在缓解农户相对贫困方面产生积极 
效应。

其次，社会资本的另一核心维度是社会信任。

社会信任是个体交往行为的基石，信任来自于共同

社群个体反复交往的历史和互惠模式 [24]。第一，加

入合作社有助于提升成员的认知能力，提高成员参

与积极性，并进一步提升成员间的互信程度。因此，

合作社参与有助于提高社会信任 [25]。第二，社会信

任是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的前提和基础。社会信任

有益于农户之间沟通，减少农户之间的合作障碍，

有利于参与者之间开展更多的合作，为实现更高层

次的合作提供可能，有助于减少信息不对称和规避

风险，缓解贫困社员的相对贫困状况 [26]。第三，合

作社作为农户之间的共同社群，通过畅通组织成员

之间合作共赢的互动渠道，联结合作共事纽带，降

低交易的时间和物质成本，形成社员间的互惠模式，

建立起更稳固的社会信任，积累更丰富的社会资本，

实现相对贫困缓解。

总之，合作参与通过扩大农户的社会网络，增

强农户间的社会信任，进而增加农户社会资本积累，

对农户相对贫困缓解发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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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项目团队 2017 年对

河南省部分农户的调研数据。调查内容主要包含农

民家庭特征、合作参与、社会保障、经营特征和村

庄特征等方面。调研共分为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

段选取正阳县作为样本县，以村庄人均纯收入等指

标为依据，从中抽取 10 个乡镇，每个乡镇选取 5
个村庄，在每个村庄随机抽取 40 户样本农户，共

发放 2 000 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为 1 914 份。第

二阶段调查基于小麦播种面积、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和地理位置等指标，在河南省东部、西部、

中部、南部和北部分别抽取一个县作为样本县，分

别为杞县、新安县、舞阳县、上蔡县和安阳县。同

时，依据每个样本县的乡镇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五等

分，在每份中抽取一个乡镇。并且，对每个样本乡

镇按照经济水平将所有村庄分为两组，在两组村庄

中各抽取一个样本村，每个样本村抽取 40 户样本

户，共计 2 000 个样本。课题组两次累计调查 4 000
户农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3 914 份，问卷有效率

为 97.85%。依据本研究所需指标，删除缺失关键解

释变量的样本，最终获得有效样本 1 002 个。

河南省是全国的农业大省和人口大省，据中国

统计年鉴（2020）的数据显示，河南省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为 15 163.7 元，低于全国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16 020.7 元），位列全国的第 16 位，

处在全国中等水平。此外，2012 年底河南省贫困发

生率为 9.28%，贫困人口中有 70% 以上生活在“三

山一滩”地区，贫困人口分布广、贫困程度相对较

深，减贫治理任务繁重。2017 年河南省 106.2 万农

村贫困人口脱贫，完成了年度脱贫人口 100 万的目

标，2020 年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采用河南省抽

样调查数据研究农村减贫治理问题，具有一定的代

表性。

2.2  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本文以世界银行的多维贫困

指标体系为依据，基于阿玛蒂亚 · 森的可行能力贫

困理论，借鉴罗明忠等 [27]、仲超和林闽钢 [28] 的研究，

构建农户多维相对贫困识别指标体系，共由经济条

件（收入水平）、社会机会（教育水平和技术培训）、

透明性保证（劳动合同）和防护性保障（养老保险

和医疗保险）4 个维度的 6 个指标组成。采用学界

普遍使用的等权重方法计算出农户被剥夺指标数，

设定 3/6 作为相对贫困的剥夺临界值，即指标体系

中，存在任意 3 个及以上的指标被剥夺，则该农户

被视为处于相对贫困状态，赋值为 0；否则赋值为 1。

详细相对贫困的剥夺临界值判断标准见表 1。

表 1　农户多维相对贫困识别指标体系
Table 1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identification index system for farmers

维度 指标 相对贫困剥夺临界判断标准

经济条件 收入水平 收入水平低于所在地农村居民中位数收入的 50% 视为相对贫困

社会机会
教育水平 最高学历低于初中视为相对贫困

技术培训 没有参加过技术培训视为相对贫困

透明性保证 劳动合同 家人外出务工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视为相对贫困

防护性保障
养老保险 没有购买养老保险视为相对贫困

医疗保险 没有购买医疗保险视为相对贫困

2）关键解释变量。有研究显示，在众多合作

参与的形式中，合作社的“益贫性”具有较强的代

表性 [17]，发展合作社是小农户的理性选择，也是伴

随农业生产现代化与规模化发展的必然产物 [29]。基

于此，本文选取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作为合作参与

的代理变量，参与赋值为 1，未参与赋值为 0。

3）中介变量。前所述及，合作参与通过增加

社会资本积累，缓解农户相对贫困。社会资本是能

够通过行动提高经济效率的网络、信任和规范。由

于规范与制度的概念比较相近，属于较为宏观的概

念，难以在家庭层面进行度量，且其发挥的作用很

难与社会网络和信任的作用独立分开，因此，本文

从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两个维度刻画样本的社会资

本。参考刘一伟和刁力 [30] 的研究，选取“家庭人

均礼金支出的对数”和“对村集体信任度”分别作

为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的代理变量。

4）其他控制变量。参考陈爱丽等 [31] 的研究，

选取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村域特征作为控制变量

纳入回归分析。个人特征变量包括年龄、性别、是

否党员和风险偏好，其中，风险偏好包括 5 种类

型，主要依据受访者对 5 种情形的选择划定 ：如果

选择“确定获得 1 000 元人民币”，归为风险保守型；

如果选择“有一半机会获得 900，一半机会获得 1 
600”，归为风险稳健型 ；如果选择“有一半机会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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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800，一半机会获得 2 000”，归为风险平衡型 ；

如果选择“有一半机会获得 400，一半机会获得 
3 000”，归为风险积极型 ；如果选择“有一半机会

获得 0，一半机会获得 4 000”，归为风险激进型。

家庭特征变量包括承包地总面积、家庭人口数和外

出打工经历 ；村域特征变量包括地形条件和交通 
条件。

具体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见表 2。

表 2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Table 2　Variable definition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定义与度量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农户相对贫困
多维相对贫困识别指标体系中有 3 个及以上的指标被剥夺视为相对贫困，
赋值为 0 ；否则赋值为 1

0.364 0.481

解释变量 合作参与 是否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 ：1= 是 ；0= 否 0.176 0.461

中介变量
社会网络 家庭人均礼金支出的对数 7.616 0.893

社会信任 对村集体信任度 ：1= 不信任 ；2= 一般 ；3= 信任 2.078 0.519

控制变量

户主年龄 户主年龄（岁） 55.662 11.471

户主性别 1= 男 ；0= 女 0.937 0.243

是否党员 1= 是 ；0= 否 0.096 0.294

风险偏好
1= 风险保守型 ；2= 风险稳健型 ；3= 风险平衡型 ；4= 风险积极型 ；
5= 风险激进型

1.520 1.026

承包地总面积 家庭承包地总面积（hm2） 0.461 0.340

家庭人口数 家庭人口数（人） 4.333 1.740

外出打工经历 家庭成员是否拥有外出打工经历 ：1= 是 ；0= 否 0.753 0.431

地形条件 村所处地形 ：1= 山区 ；2= 丘陵 ；3= 平原 2.890 0.340

交通条件 村交通条件 ：1= 很差 ；2= 较差 ；3= 一般 ；4= 较好 ；5= 很好 3.096 0.925

2.3  分析方法

1）基准回归模型。由于被解释变量为二分类

变量，且本文所用数据符合正态分布，在借鉴相关

研究的基础上，选择建立二元 Probit 模型进行实证

检验 [32]，模型设定为 ：

( )

0 1 2

( 1)Probit ln
1 ( 1)

                +

i
i

i

i n i i

P YP
P Y
C Xα α α ε

=
=

− =

= + +
（1）

式中 ：Pi 代表农户相对贫困的概率，Yi 为因变量，

表示农户 i 的相对贫困状况 ；Ci 表示农户 i 的合作

参与情况，Xi 表示其他影响农户相对贫困的控制变

量，包括个体、家庭和村域等层面的变量，a0 为常

数项，a1 和 a2n 为待估参数，εi 为随机扰动项。

2）中介效应模型。为检验合作参与对农户相

对贫困缓解的作用机制，本文参照一般通用的中介

检验方法，设定中介效应模型为 ：

0 1 2i i n i iR c c C c X ε= + + + （2）

1 2i o i n i iS a a C a X µ= + + + （3）

0 1 2'i i i n i iR b c C b S b X τ= + + + + （4）

式中 ：Ri、Ci 和 Si 分别表示农户相对贫困、合作参

与和社会资本；a0、b0 和 c0 为常数项，a1、b1、c1、c'、
a2n、b2n 和 c2n 为待估参数 ；εi、μi 和 τi 为误差项。

具体检验步骤为 ：首先，对回归系数 c1 的显著

性进行检验，如果显著，则继续进行检验，否则， 
停止检验 ；其次，检验回归系数 a1 和 b1 的显著性，

如果都显著，则对回归系数 c' 进行检验，如果 c' 不

显著，表明 M 是完全中介效应，如果 c' 显著，且

a1b1 与 c' 同符号，则 M 是部分中介效应 ；最后，

如果回归系数 a1 和 b1 至少有一个不显著，则用

Bootstrap 法直接检验 H0 ：a1b1=0，如果显著，且 c'
显著，a1b1 与 c' 同符号，表明 M 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

3  结果与分析

3.1  农户相对贫困与合作参与情况分析

调研结果显示，1 002 个有效样本中，有 638
个农户在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内存在任意 3 个及

以上的指标被剥夺，占比达 63.6%，有 364 户被剥

夺程度低于 3 个维度，占比为 36.4%（表 2）。究其

原因，可能是本文聚焦多维贫困，不局限在单一收

入贫困问题上，侧面反映与解决绝对贫困相比，相

对贫困治理任务更加艰巨。

样本农户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均值为 0.176
（表 2），表明样本地区农户合作参与度较低。这可

能与样本家庭承包地面积较小有关，小规模种植户

还未能充分意识到加入合作社对家庭相对贫困缓解

的重要作用，从而导致合作参与率较低。样本地区

农户的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所表征的社会资本积累

较为明显。样本农户的户主性别大部分为男性，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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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年龄平均 55.662 岁，以中老年为主 ；风险偏好的

均值为 1.520，该数值介于风险保守型与风险稳健

型之间，表明多数农户的主观风险承受能力较低。

样本家庭承包地总面积的均值为 0.461 hm2，家庭人

口数均值为 4.333 人，家庭成员存在外出打工经历

的概率为 0.753，表明非农就业现象在农村地区十

分普遍。从村域层面看，样本地区以平原为主，交

通条件较好。

3.2  合作参与对农户相对贫困缓解的影响分析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合作参与有利于农户相对

贫困缓解。是否参与合作社对农户相对贫困缓解通

过了 1% 统计水平的检验，且回归系数为正，进一

步计算边际效应得到的结果显示，在其他控制变量

不变的前提下，参与合作社的农户发生相对贫困的

概率会降低 22.9%（表 3），表明合作社参与能够有

效缓解农户相对贫困。可能的原因在于，合作社作

为一种紧密型的合作参与形式，使农户能够更为充

分利用地缘、血缘和业缘的优势，帮助不同禀赋的

农户重新整合配置资源，有利于促进农户社会资本

积累、拓宽信息渠道和提高可行能力，为农户避免

陷入相对贫困提供机会和可能。由于本文的被解释

变量是以可行能力为度量依据构建的农户多维相对

贫困，表明合作参与通过对多维相对贫困的社会机

会、透明性保证和防护性保障等多个维度发挥积极

作用，降低农户相对贫困的发生率。可见，减贫治

理，尤其是相对贫困的缓解，不是简单地提高收入，

而是要努力实现人们能够实际享有的生活改善和实

际拥有的自由提升。

表 3　合作参与对农户相对贫困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Table 3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impacts of cooperative participation on farmers’ relative poverty

变量
基准模型 边际效应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合作参与 0.653*** 0.230 0.229*** 0.080

户主年龄 0.016*** 0.004 0.005*** 0.001

户主性别 0.481*** 0.184 0.169*** 0.064

是否党员 0.807*** 0.144 0.283*** 0.048

风险偏好 -0.008 0.041 -0.003 0.014

承包地总面积 -0.169 0.132 0.059 0.046

家庭人口数 -0.048* 0.026 -0.017* 0.009

外出打工经历 0.341*** 0.105 0.120*** 0.036

地形条件 0.100 0.122 0.035 0.043

交通条件 0.037 0.046 0.013 0.016

常数项 -2.170*** 0.511

调整后的 R2 0.062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下同）。

控制变量对农户相对贫困缓解的影响效应各

异。其中，户主年龄、性别、政治面貌和外出打工

经历对农户相对贫困缓解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家庭

人口数量对农户相对贫困缓解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表 3）。需要说明的是 ：具有外出打工经历的农户

会依托其在打工经历中获取的知识和经验，通过消

化、吸收和融合，提高家庭资源获取和整合能力，

并使其成为自身能力的一部分，进而使其相对贫困

状况得以缓解 [33]。

3.3  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上述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通过更

换核心解释变量的方法重新进行回归估计，选用“专

业技术协会参与”替换基准模型中的“农民专业合

作社参与”，并运用二元 Probit 模型进行估计。结果

显示，专业技术协会参与对农户相对贫困缓解具有

显著正向影响，并通过 1% 的显著性检验，相较于

未参与专业技术协会的农户，在其它控制变量不变

的条件下，参与专业技术协会的农户发生相对贫困

的概率将减少 35.1%（表 4），表明前文研究结论具

有稳健性。

从边际效应的具体数值来看，专业技术协会参

与对农户相对贫困缓解的作用高于合作社参与。可

能的原因在于，专业技术协会主要为农户提供最基

本的技术帮助，有技术需求的农户均可参与，因此

农户具有较低的参与门槛，而低参与门槛增加了农

户参与的可能性，使得可行能力较低的农户也能够

参与其中，更大程度地帮助贫困农户积累社会资本，

最终导致专业技术协会参与的减贫效应高于合作社

参与。表明参与门槛较低的合作组织，在缓解农户

相对贫困方面的“益贫性”功效强于参与门槛较高

的合作组织，需降低合作组织的参与门槛，提高农

户参与合作组织的可及性，才能更好促进农户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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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le 4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变量
基准模型 边际效应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合作参与 1.005*** 0.294 0.351*** 0.101

户主年龄 0.015*** 0.004 0.005*** 0.001

户主性别 0.465** 0.185 0.162** 0.064

是否党员 0.843*** 0.145 0.295*** 0.048

风险偏好 -0.011 0.041 -0.004 0.014

承包地总面积 -0.143 0.131 -0.050 0.046

家庭人口数 -0.044* 0.026 -0.015* 0.009

外出打工经历 0.296*** 0.105 0.103*** 0.036

地形条件 0.065 0.121 0.023 0.042

交通条件 0.046 0.045 0.016 0.016

常数项 -1.994*** 0.507

调整后的 R2 0.066

表 5　合作参与对农户相对贫困缓解的倾向匹配得分法估计结果
Table 5　Estimation result of the tendency matching score model

匹配方法 处理组 控制组 ATT 标准误 T 值

最近邻匹配法 0.314 0.114 0.200** 0.096 2.08

卡尺匹配法 0.600 0.358 0.242*** 0.088 2.76

核匹配法 0.600 0.360 0.240*** 0.088 2.73

贫困缓解。

3.4  内生性检验

1）自选择偏差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检验。由于

是否参与合作是农户自选择行为，因此合作参与

对农户相对贫困缓解的影响效应可能存在自选择偏

差，从而产生内生性问题。忽视自选择偏差导致的

内生性问题会使得回归结果有偏，为此，本文采用

倾向得分匹配法（PSM）重新估计了合作参与对农

户相对贫困缓解的影响。结果显示，农户参与合作

社对农户相对贫困缓解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通过

显著性检验，且三种匹配方法估计结果相似（表 5），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匹配结果的稳健性。通过进

一步匹配分析的结果显示，农户加入合作社有利于

缓解农户的相对贫困状态，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表明前文研究结论可靠。

为检验 PSM 估计结果的可靠性，需要进行平

衡性检验来验证匹配后处理组和控制组是否存在系

统差别。本文以卡尺匹配法为例，对样本数据进行

了平衡性检验，结果显示，参与合作社的农户和未

参与合作社的农户，经过匹配后的样本均值更加接

近。由 T 检验结果可知，匹配前的处理组和控制

组在年龄、是否党员、承包地总面积等均存在显著

的差异，经过匹配后，大多数变量的标准化偏差均

大幅度减少，且多数变量匹配后的标准化偏差低于

10%（表 6），意味着多数变量接受实验组和控制组

无系统差异的原假设，可以认为样本之间的个体差

异基本消除，倾向匹配得分法进行内生性检验合理。

2）互为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检验。基准回

归模型可能存在互为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因

而，使用可处理内生性的扩展回归模型（Extended 
regression model，ERM）重新进行回归，以规避可

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ERM 模型与传统的回归模型

相比，最大优点是可以同时应对解释变量或控制变

量的内生性、内生性的样本选择等多重内生性问题，

是国际较为前沿的内生性处理模型，能够适用于变

量为离散和连续等多种类型。本文借鉴郭如良等 [34]

的研究，选取“村庄其他农户合作社参与”的均值

作为合作参与的工具变量。从相关性来看，“羊群

效应”在农户行为中广泛存在，因此村庄其他农户

参与合作社的行为，与农户合作参与行为密切相关，

这一相关性在表 7 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中得到验证，

工具变量对农户合作参与的回归系数为 1.639，并

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从外生性考虑，工具

变量很难直接影响农户个体的相对贫困水平，因此

符合工具变量要求。利用 ERM 中的内生 Probit 模

型（eprobit）重新估计的结果，合作参与对相对贫

困缓解的影响系数为 1.728，并通过了 1% 显著性水

平的检验（表 7）。说明在考虑内生性后，合作参与

仍能显著抑制农户相对贫困，前文研究结论具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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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平衡性检验结果
Table 6　Balance test results

控制变量
匹配前均值 匹配后均值 标准化偏差

（%）

T 检验

实验组 控制组 实验组 控制组 t 值 P ＞ t

户主年龄 51.03 55.84 51.51 53.27 -14.70 -0.63 0.532

户主性别 0.95 0.93 0.94 0.94 1.00 0.04 0.967

是否党员 0.30 0.09 0.26 0.20 14.80 0.56 0.577

风险偏好 1.43 1.52 1.43 1.45 -2.60 -0.11 0.912

承包地总面积 11.68 6.73 10.48 9.61 13.40 0.56 0.577

家庭人口数 4.49 4.33 4.57 4.51 3.80 0.16 0.870

外出打工经历 0.68 0.76 0.69 0.71 -4.80 -0.20 0.842

地形条件 2.81 2.89 2.80 2.83 -7.00 -0.26 0.799

交通条件 3.08 3.10 3.14 3.12 2.90 0.13 0.900

表 7　合作参与对农户相对贫困影响的 ERM 回归结果
Table 7　Extended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impacts of cooperative participation on farmers’ relative poverty

变量
合作参与 相对贫困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合作参与 - - 1.728*** 0.506

户主年龄 -0.022*** 0.008 0.017*** 0.004

户主性别 -0.339 0.329 0.488*** 0.185

是否党员 0.751*** 0.219 0.682*** 0.148

风险偏好 -0.059 0.083 -0.007 0.040

承包地总面积 0.062*** 0.013 -0.018** 0.009

家庭人口数 0.035 0.059 -0.044* 0.025

外出打工经历 -0.287 0.180 0.355*** 0.104

地形条件 -0.550*** 0.194 0.136 0.121

交通条件 0.065 0.071 0.035 0.045

工具变量 1.639*** 0.285 - -

常数项 0.472 0.902 -2.354*** 0.510

Wald 检验值 73.58***

靠性。

3.5  合作参与对农户相对贫困缓解的作用机制

从前文分析可见，合作参与对农户相对贫困缓

解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合作参与可能通过增加社会

资本积累，缓解农户相对贫困，包括社会网络和社

会信任维度。本文借鉴 Baron 和 Kenny [35] 的研究，

采用中介效应法对上述作用机制进行验证。

1）社会网络在合作参与影响农户相对贫困路

径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检验。合作参与对社会网络的

回归结果显示，合作参与对社会网络具有显著正向

影响，并通过 5% 的显著性检验（表 8），表明农户

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有助于农户扩大社会网络，增

加社会资本积累 ；引入社会网络变量后，合作参与

和社会网络对农户相对贫困缓解均具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社会网络的影响通过 10% 的显著性检验，依

据前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步骤可知，社会网络在合

作参与影响农户相对贫困缓解的关系中起着部分中

介作用。原因在于，对比未加入合作社的农户，加

入合作社的农户家庭，拥有了在农村地区进行社会

交往并扩大社会网络的互动机会，有利于突破固化

的社会网络圈层，拓展可利用的社会资源。缓解农

户进入由于家庭社会网络不能提供成功所需的信息

和资源，继而导致社会固化所产生的贫困陷阱之 
中 [24]。

2）社会信任在合作参与影响农户相对贫困路

径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检验。合作参与对社会信任具

有显著正向影响，并通过 1% 的显著性检验（表 8），

表明农户参与合作社有利于农户增强社会信任，增

加社会资本积累 ；引入社会信任变量后，合作参与

和社会信任对农户相对贫困缓解均具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社会信任的影响通过 1% 的显著性检验，依

据前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步骤可知，社会信任在合

作参与影响农户相对贫困缓解的关系中起着部分中

介作用。原因在于，合作社参与有助于提高社会信

任，而社会信任的提升，不仅是社员间资金互助的

前提和基础，更有益于减少农户合作的沟通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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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合作参与对农户相对贫困缓解的作用机制检验结果
Table　Test results of the mechanism of cooperative participation in alleviating farmers’ relative poverty

变量名称
农户相对贫困 社会网络 农户相对贫困 社会信任 农户相对贫困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合作参与 0.653*** 0.230 0.291** 0.159 0.821*** 0.249 0.865*** 0.234 0.594*** 0.230

社会网络 0.100* 0.058

社会信任 0.200*** 0.068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调整后的 R2 0.062 0.082 0.041 0.021 0.069

形成社员间的互惠模式，进而缓解贫困社员的相对

贫困状况。

综上所述，合作参与通过扩大社会网络和增强

社会信任，缓解农户相对贫困。

4  结论与启示

4.1  结论

研究表明，合作参与对农户相对贫困缓解具有

显著正向影响，在控制其它变量不变的前提下，参

与合作社的农户陷入相对贫困的概率会减少 22.9%，

通过替换核心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

后，结论仍然成立。户主年龄、性别、政治面貌和

家庭成员外出打工经历对农户相对贫困缓解具有显

著正向影响。参与门槛较低的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在

缓解农户相对贫困的“益贫性”强于参与门槛较高

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低参与门槛的专业技术协会对

农户相对贫困缓解的边际效应为 35.1%。合作参与

通过社会资本积累作用于农户相对贫困缓解，其中，

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是其主要的传导机制。加入农

民专业合作社的农户家庭，拥有了在农村地区进行

社会交往并扩大社会网络、增强社会信任的互动机

会，有助于农户相对贫困缓解。

当然，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的样本来

源仅限于河南省。尽管具有河南省较大样本的农户

抽样调查数据做支撑，但样本在全国范围的代表性

仍然受限，结论推广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扩大

样本范围进行研究将是未来的努力方向之一。同时，

相对贫困具有多维性特征，农户相对贫困尚无统一

的衡量标准，尽管本文通过参考已有研究对农户相

对贫困进行了刻画，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变化，

农户相对贫困测度标准也在不断变化，需要在未来

研究中作进一步探讨。另外，由于农户相对贫困的

影响因素复杂多样，本文的控制变量可能不足以完美 
涵盖所有影响因素，需要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完善。

4.2  启示

1）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村合作组织建设。应

加大对吸纳相对贫困农户的合作组织的扶持力度，

引导农户转变生产经营理念 [36]，创造相对宽松的外

部环境，支持在农村发展具有益贫功能的合作社、

农民技术协会等合作组织 ；加强合作组织规范化建

设与管理，鼓励相对贫困人口自主联合，进一步提

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充分发挥各种经济联合体的

益贫性功能，实现自我服务与自我发展 [37]。

2）重视发挥合作组织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减贫

作用。要采用多种形式，积极推动合作社减贫理念

的发展和成熟，鼓励合作社负责人、专业大户和家

庭农场主等拥有较丰富社会资本的主体，自觉自愿

参与减贫治理。在全社会营造“共生、共赢、共享”

的环境和机制，强化人们的互助意识，增强人们扶

贫济困的社会责任，激励社会资本充沛的主体与社

会资本匮乏的主体融入合作组织，既实现相对贫困

人口社会资本增加，进而带动其脱贫致富，又实现

社会资本丰富群体参与减贫的经济理性与价值理性

的统一，让广大人民群众真正获得幸福感、安全感

和获得感，让民生福祉水平切实得以提升，促进共

同富裕宏伟目标的实现。

3）增强贫困农户对合作组织减贫的信念。正

如 201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班纳吉和迪弗洛

所言，要摆脱贫困，需要改变穷人的信念 [38]。合作

组织的减贫效应，必须基于贫困主体的广泛参与才

能更好地发挥功效，因此，应加大合作理念的普及

与宣传，帮助贫困农户确立合作组织助贫益贫的信

念，降低合作参与的门槛，提高参与的积极性和可

得性，增进农户的合作参与度，推进农户相对贫困

缓解，实现乡村振兴与减贫治理的有效衔接，最终

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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